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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基于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于志慧 何昌磊

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

摘要：绿色创新是推动城市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系统

考察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

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经过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且这一提升效应在长江经济带下

游城市、重点城市、科教资源丰富的城市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人才集聚效应、

互联网水平提升效应和数字金融助推效应提高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

城市绿色创新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政策效应同时受到经济相似、地理邻近城市的影响。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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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驱动力，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源泉。党的十九、二十大报告及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均提出要

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对城市而言，绿色创新可以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建立绿色竞争优势，提高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目前，绿色创新已成为绿色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引领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横贯东西

的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也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其绿色创新发展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

重要示范效应。

然而，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要素流动不畅、外部环境较差以及发展效率低下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理论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破信息流动壁垒，提高绿色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区域绿色创

新活力，提高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宽带中国”战略作为驱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渐进式改革政策，自 2013 年启动评

选工作以来，经 2014～2016 年三轮示范城市批复，遴选出了 119 个示范城市(群),重点关注集聚信息化资源，改善信息技术发

展环境，健全信息化发展体系等方面。随着“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实施，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飞速发展。截至 2022 年

底 1,5G 基站总数达 231.2 万个，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5.9 亿户，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 18.45 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

端口数量达 10.71 亿个。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信息化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取得良好进展。那么，“宽带中

国”示范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又是如何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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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研究看，关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文献主要有 3 种。第 1 种文献主要从宏观政策、环境规制以及

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阐释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多项研究表明，政策推动效应是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最大动能[1]。例

如，高新区试点政策[2]、智慧城市试点政策[3]、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4]、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试点政策[5]与创新型试点城市

政策[6]等，分别从创新驱动、结构驱动、资金配置、信息支撑、规模集聚、金融资源拓展、人力资本集聚、环境规制以及资本

深化等方面，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企业成本投入，迫使企业增加研发活动，提高创新能力以追

求利润最大化，即环境规制的诱导创新论[7]。Nie 等[8]、欧阳晓灵等[9]和 Liu 等[10]研究证实了环境规制通过科技进步、资

源有效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区域绿色创新进程。此外，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数字金融和数字经济

等逐渐成为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抓手。互联网发展通过提高技术研发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外部监督水平，提高

城市绿色创新水平[11]。数字金融加速金融主体互联互通，进而规避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为城市绿色创新的新动能

[12]。数字经济优化区域金融结构、推动经济集聚，促进绿色技术溢出，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产出[13]。

第 2 种文献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进行解析。在宏观层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提高数

字化创业活跃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均有促进作用[14,15,16]。在微观层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增加企业劳动力总需求、

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以及促进企业转型升级[17,18,19]。第 3种文献与本文研究内容最为相关，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作为

一项准自然实验，聚焦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互联网发展效应[20]、集聚驱动和

结构优化效应[21]、投资集聚效应[22]、金融产业提升效应和城市化发展效应[23]等途径提高城市创新水平。此外，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城市高新技术外溢，从而利于城市间的合作创新[24]。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逻辑借鉴与理论基础，但仍然存在以下拓

展空间：从研究内容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的影响已有诸多探讨，但针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研究却略显不足。绿色创新有

利于破解资源环境瓶颈，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城市培育增长新动能。因此，探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提升

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是一项重要议题。从空间关联性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创新效应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鲜有文献进

行探讨。而“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实施，加强城市绿色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促进绿色创新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溢出，

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因此，有必要探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鉴于此，本文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冲击，基于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

分法、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作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

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研究视角看，本文基于绿色视角分析“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创

新发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绿色创新相关研究的经验证据，拓展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经济效应评估的研究内容。

(2)从研究方法看，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

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对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虑处理效应异质性的问题，

使用异质性稳健估计方法进行验证，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3)从研究内容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力—物力—财力

3个维度，即人才集聚效应、互联网水平提升效应以及数字金融助推效应，深入揭示“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

内在机理。并基于城市区位、行政等级与科教资源禀赋的差异，细致地考察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异质性

影响效应，为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激发城市绿色创新活力，提供更切实的政策建议。

1 制度背景、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1.1 制度背景

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涵盖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促进绿色化和新型工业化转型

发展以及产业与技术创新协调发展的基础设施。而宽带网络是新时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加快经济社会数字

化转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推动新一轮信息化发展浪潮，2013 年国务院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开展“宽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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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示范城市申报、评审工作。随后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于 2014、2015、2016 年批复了三批，共计 119

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群)。“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申报政策，要求城市的宽带接入能力、固定宽带接入数、移动电话人

口普及率以及宽带用户渗透率等指标体系满足一定条件。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后，在三年创建期内，示范城市会优先获

得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在示范项目、信息技术业务试点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在政策倾斜与自身目标驱动下，“宽带中国”示

范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融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效率，推动城市信息化水平提升，夯实

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激发绿色创新活力，有利于推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绿色中国建设。

1.2 理论机制

(1)人才集聚效应。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设立伴随一系列的创新优惠政策和补贴，为绿色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绿

色创新人才提供了数字技术、网络平台、数据源，促进绿色创新知识的传播与扩散，提供更优质的绿色创新环境。另一方面，

依据流空间理论，流形空间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要素流动不再受制于物理时空约束[25]。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高等教育

资源在城市的传播与共享，增加绿色创新资源获取的可得性，降低绿色创新知识获取成本，增强绿色创新人才间互联互通的可

能性。因而，“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可以通过创造优质创新环境、降低知识获取成本两种途径，促使示范城市吸纳更多复合型

和专业型的绿色创新人才，产生良好的人才集聚效应。人才集聚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人力支持。一是绿色创新人才集聚增强了

城市人才资源外部性，提高绿色创新人才与企业的匹配度，降低了企业搜寻绿色创新人才的成本，破除企业既有资源匮乏的束

缚，弥补其对绿色创新要素投入的不足。二是绿色创新人才集聚带动更充足的创新要素在产业链上流动，实现产业链上的绿色

创新溢出与技术扩散，最终实现绿色创新产品的研发升级[6]。三是波特产业竞争理论认为竞争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是创新源泉

[7],而人才集聚会加剧绿色创新市场的竞争程度。竞争程度的提高带动知识、技术、人才和资本等共享，刺激市场产生优胜劣

汰现象，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而促使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26]。

假说 1: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人才集聚效应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2)互联网水平提升效应。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设立，城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推动互联网普

及水平、互联网用户规模、互联网信息应用能力的提高，从而提升城市互联网水平，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物力保障。首先，依

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与网络资源的增长成正比[27]。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互联网用户规模扩大，丰富

了网络资源，有利于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快速渗透，加速学习效应形成与释放，提高绿色创新主体对资源的利用能力，从而降低

绿色创新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绿色创新交易成本的降低是推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关键。因此，互联网水平的提

高有利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其次，互联网水平的快速提升利于打破信息交流壁垒，实现信息跨时空交流，加速绿色创新

要素的流动与共享，保障城市绿色创新资本的有效积累。最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多元化的创新载体与信息

服务平台，为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此外，互联网发展有助于将众多创新主体连接到同一平台，产生规模经

济效应，促使绿色创新要素协同发展，提高城市绿色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假说 2: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3)数字金融助推效应。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使得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工具融入金融活动，为金融组织数字化转型带来契机，有效提高

数字金融的覆盖深度与广度，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同时降低成本、控制风险，进一步拓展了数字金融的服务深度和触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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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的发展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了财力支撑。其一，传统金融市场存在着较多分散的投资者，即小利润大市场，但由于甄

别手段不足、吸纳成本高昂，往往较难有效利用这些小额资金。而数字金融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整合了大量小而散的资金，发挥

长尾效应，扩充了市场可利用的金融资源，为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其二，数字金融打破资本流转的存量化

限制与时空约束，加快资金流转速度，促使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改善绿色创新主体的融资环境，起到金融杠杆作用，有效

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其三，数字金融能够使用高新技术对融资主体和绿色创新项目进行有效筛选，并为事后监督提供保障，

提升了绿色创新主体的融资可能性与融资效率，减少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现象发生。因此，数字金融发展减少了信贷资源错配，

降低绿色创新活动的交易成本，刺激了绿色创新的活跃度，从而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高[28,29]。

假说 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助推数字金融发展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4)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间的要素流动不会受行政边界或地理空间的束缚而只对本地产生影响[30]。经济地理学家缪尔达尔指出扩散效应是指

一个地区信息、技术、就业机会等的扩张会给另一个地区带来积极影响[31]。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使线上交流平台建立，使得

信息在城市间与创新主体间的开放共享，从而增强了城市间的协同创新，加之“宽带中国”示范政策提升示范城市创新水平的

同时，能够产生扩散效应，带动邻近城市的创新发展。这意味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

出效应。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传统的信息渠道予以智能化、云端化、互联网化，通过压缩时空距离，打破资源要素流

动的空间约束。空间经济学表明，时空距离的缩短会增加绿色创新知识、技术、人才的跨区域溢出，使得信息传递更高效，刺

激绿色创新溢出效应的动态演变，提升城市间绿色创新活动的关联度，进而对邻近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地理距离较小、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城市间更易建立互信合作的关系，增加了城市间获取绿色创新要素的

机会与潜力，大大降低绿色创新要素流动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提升邻近城市获取绿色创新要素的便利性，进而推动城市间

绿色创新的协同发展。

假说 4: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邻近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图 1 理论机制分析

2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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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模型设定

(1)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始于 2014 年的“宽带中国”示范政策是外生于城市绿色创新的政策冲击，将其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考虑“宽带中国”示

范政策是分 2014、2015、2016 年 3 个批次扩大示范城市范围，为科学评估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构建多时点双

重差分法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如下：

yit=β0+β1didit+β2controlit+cityi+yeart+εit (1)

式中：yit表示t年i市的绿色创新水平；didit表示“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效果，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control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金融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cityi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year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估计系数β1度量了城市绿色创新在“宽带中国”示范政

策冲击前后的平均差异。为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2)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考虑示范政策本身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对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强化城市间的绿色创新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参考 Elhorst[32]、Lesage 等[33]的研究，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作为初始模型以检验可供选择的模型。

本文将 did 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空间杜宾模型：

式中：Wij 代表空间权重矩阵；Wijyit 代表各地级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滞后项；Wijdidit 代表各地级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

空间滞后项。为避免空间权重矩阵选取对模型造成的偏误，本文采用 3 种空间权重矩阵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一种为反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1),以两个城市之间地理距离的倒数作为矩阵元素进行构建；第二种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2),使用 2010～

2020 年各地级市人均 GDP 均值之差的倒数为测度数据进行构建；第三种为经济地理权重矩阵(W3),将地理与经济距离矩阵进行嵌

套。

2.2 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专利相较于 R&D 支出能更客观、直接的度量创新能力[34]。绿色发明专利与绿色实用型专利相比，技术复杂度与创新性更

高，更能体现城市实质性创新水平[35]。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专利授权数可以减少由于专利虚假申请和不合格专利所导致的样

本偏误[36],但专利授权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参考王博等[37]和陈超凡等[38]采用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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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greinov1)和各城市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greinov2)来衡量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宽带中国”示范政策(did)。长江经济带共 108 个地级市，其中示范城市 48 个，非示范城市 60 个。具体地，将“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 treated 设置为 1,作为处理组，将非“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treated 设置为 0,作为对照组；将示范政策实施当年

及往后年份 t 赋值为 1,政策实施之前的年份 t 赋值为 0。以城市类型虚拟变量 treated 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 t的交互项表

示“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处理效应 did(did=treated×t)。

(3)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参考冯苑等[20]、张杰等[21]选取控制变量如下：①经济发展水平(lngdp):

城市实际 GDP(以 2010 年为基期，将名义 GDP 换算为实际 GDP)的对数；②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利用外资与 GDP 之比；③金

融业发展水平(finance):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总和与 GDP 之比；④人力资本积累水平(edu):每万人拥有的普通本专科及以上学

生数；⑤基础设施水平(infra):邮电业务收入与 GDP 之比。⑥产业结构(industry):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

2.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囿于数据可得性，去除 2011 年行政等级变化的铜仁市和毕节市)的平衡

面板数据。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等专利数据，通过挖掘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微观数据，参考 2010 年 WIPO

发布的绿色专利分类清单，进行数据清洗、归纳、整理获得。解释变量示范城市名单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公开文件。其余使用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公报、中经数据库、EPS 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采用线

性插值法补全部分缺失值。表 1 为变量描述性统计。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是以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

城市绿色创新的估计结果，第(3)、(4)列是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衡量城市绿色创新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以绿色发

明专利授权数还是申请数作为城市绿色创新的衡量方式，“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第(2)、(4)列显示，示范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0.107 和

0.493,即“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施行使得所在城市年均增加绿色发明专利授权 107 件、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493 件，这表明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显著。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信息通达性，加速绿色创新要素流

动，降低要素扩散与传播成本，为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共享、透明的创新资源，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提升。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greinov1) 1 188 0.124 0.324 0 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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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greinov2) 1 188 0.518 1.31 0 15.162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did) 1 188 0.243 0.429 0 1

经济发展水平(lngdp) 1 188 6.321 1.165 3.359 10.429

外商直接投资(fdi) 1 188 0.004 0.004 0 0.042

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 1 188 5.943 3.307 0.956 25.574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edu) 1 188 1.771 2.002 0.005 11.39

基础设施水平(infra) 1 188 0.059 0.05 0.004 0.649

产业结构(industry) 1 188 0.925 0.414 0.272 4.932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greinov1 greinov1 greinov2 greinov2

did

0.111*** 0.107*** 0.513*** 0.493***

-0.039 -0.037 -0.176 -0.163

lngdp

0.059 0.248

-0.059 -0.245

fdi

-8.996*** -39.987***

-3.401 -15.078

finance

0.001 0.003

-0.007 -0.03

edu

-0.058 -0.191

-0.04 -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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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

0.259 1.384

-0.194 -0.977

industry

0.14 0.565

-0.096 -0.44

_cons

0.029 -0.32 0.135* -1.403

-0.019 -0.377 -0.07 -1.53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 188 1 188 1 188 1 188

R2 0.22 0.261 0.201 0.234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地级市的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下同.

3.2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分析

在“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城市与控制组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变化趋势相同或未有明显差异，是进行双重差

分法估计的重要条件。本文参照 Beck 等[39]的方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模型具体如下：

式中： 是在城市 i 被纳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前 j年为 1,反之为 0； 在城市 i被纳入“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的后 j年为 1,反之为 0；在端点处 在城市 i被纳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前第 4年或大于 4年为 1,在端点处

在城市 i 被纳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后第 4 年或大于 4 年为 1 反之为 0。此外，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实施前的第 5期作为

基期，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将其剔除，其余各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政策实施前各期虚拟变量系数值均较小且不显著，这表明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非处理

组城市在绿色创新水平上无显著差异，研究“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符合平行趋势假设。在动态效应方面，“宽带中国”示范政

策实施后的前三年内对以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表征的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实施后的前两年内对以绿色发明专利申

请数表征的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但在示范政策实施三年后，“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逐年提升。

这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对城市绿色创新提升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由于“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存在着明显的时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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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在政策施行后 2～3年内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尚未稳定。另一方面，从创新研发到专利申请以及授权，

本身存在较长的滞后性。因而，未能在政策推行后立刻产生影响。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3.3 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可以初步判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结论具有稳健性。但为避免结果显著性是由于其他

随机因素的影响，而非“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冲击。参考 Cantoni 等[40]随机选取 48 个处理组城市，构造虚拟政策变量，使

用两种衡量方式分别进行 500 次基准回归，绘制估计系数的 p值与核密度图。结果如图 3所示，估计系数均非常接近与 0,且远

小于基准回归系数 0.107 与 0.493,同时估计系数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由此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

影响可以排除随机因素的干扰，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了初步验证。

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2)排除智慧城市政策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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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在城市建设、运营、管理等领域中，通过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和

服务更加智能、高效。在城市内开发的智能项目通常被认为更侧重于环境问题，且已有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有效推动城

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3]。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构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变量，并将该政策变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估

计。表 3第(1)(2)列回归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估计系数仍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这表明控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

影响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本文核心结论较为稳健。

(3)考虑多时点 DID 处理效应异质性。

当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果识别时，在双向固定效应(TWFE)框架下，处理效应异质性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产

生潜在偏误[41,42]。本文参考 De Chaisemartin 等[41]将处理效应异质性引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其中 TWFE 所估计的真实参

数βfe可表示为所有受处理个体的处理效应Δg,t 的加权之和的期望值。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剔除其他政策干扰 1%水平缩尾
联合固定

效应

绿色发明专

利
替换被

授权滞后一

期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greinov1 greinov2 L.greinov1 N_greinov greinov1 greinov2 greinov1 greinov2

did

0.107*** 0.495*** 0.078*** 0.414*** 0.090*** 0.432*** 0.089*** 0.444***

-0.037 -0.166 -0.028 -0.145 -0.031 -0.143 -0.027 -0.14

控

制

变

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

份

固

定

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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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固

定

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份-

时

间

联

合

效

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样

本

量

1 188 1 188 1 080 1 188 1 188 1 188 1 188 1 188

R2 0.262 0.235 0.249 0.289 0.29 0.275 0.475 0.475

式中：Δg,t 表示第 g个城市第 t年的处理效应；Wg,t 表示处理效应相应的权重。

De Chaisemartin 等[41]发现尽管权重之和为 1,但是 Wg,t 可能为负数，这使得βfe 也可能为负。为此，De Chaisemartin

等[41]建议使用 stata 命令 twowayfeweights 对基准回归模型再次进行检验，以考虑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处理效应异质性下的

稳健性。由于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存在滞后性，因此，仅检验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衡量绿色创新水平的基准回归模型，由结

果可知，所有示范城市的各年度处理效应均为正数，异质性处理稳健性指标为 1.6,即模型异质性检验结果接近 1。这表明处理

效应异质性尚未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提升效应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此外，Goodman-Bacon[42]提出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TWFEDD)是数据中所有可能的两组或两期 DD 估计量的加权平均值。具

体到本文，得到三类子样本 2×2DID 估计量的加权平均(未存在总是处理组城市):①早处理与晚处理；②晚处理与早处理；③时

变处理与从未处理。基于晚处理与早处理样本回归得到的 2×2DID 估计量是 TWFE 估计量所存在的偏误来源，而在满足平行趋势

的条件下，早处理与晚处理、时变处理与从未处理样本回归得到的 2×2DID 估计量不会导致 TWFE 估计量产生偏误。处理结果显

示，在两种衡量方式下时变处理与从未处理样本回归得到的处理效应占总 TWFE 处理效应的 90%和 89%,且处理效应为正。这意味

着基准回归中“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所存在的偏误较小，结果较为稳健。

(4)其他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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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还从以下 4 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①由于绿色发明专利授权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将被

解释变量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基准回归；②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参考韩先锋等[43]使用绿色专利授

权总数来衡量城市绿色创新，进行重新估计；③为剔除异常数据对模型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核心变量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

与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进行 1%水平的 Winsorize 处理，重新进行估计；④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各省份会依照本省实际

情况制定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有关政策，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各省份的绿色创新促进政策不同，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影

响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控制各省份随时间变化的政策因素与其他影响因素，将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纳入模型，进行估计。

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3 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所有估计系数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这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

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3.4 作用机制分析

为检验“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机制，依据江艇[44]提出的对于机制变量的识别建议，本文理论分析了

人才集聚效应、互联网水平提升效应、数字金融助推效应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作用机制分析中只考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对机制变量的直接影响，从而提高模型识别的可信度。本文构建如下影响机制模型：

式中：λ1、φ1、φ1分别表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人才集聚效应、互联网水平提升效应、数字金融助推效应 3个机制变量

的影响程度。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

“宽带中国”示范政策通过人才集聚效应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囿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科技人员相较于其他从业

人员拥有更多的技术与知识，因此本文参考金培振等[45]采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占城市从业人员数的比重来近

似衡量城市人才集聚。表 4 第(1)列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系数在 5%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这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了人才集聚。现有研究基本证实了人才集聚与城市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陈超凡等[38]和李政等[46]实证研究发现科技人

才是绿色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人才集聚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由此证明“宽带中国”示范政策通过人才集聚效应，

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即假说 1 得到验证。

表 4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rd internet df

-1 -2 -3

did

0.511** 0.209*** 0.134**

-0.204 -0.06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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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 188 1 188 1 080

R2 0.09 0.381 0.995

“宽带中国”示范政策通过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本文参考黄群慧等[47]将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计算机软件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以及人均电信业务总量等指标进行标准

化处理，继而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到互联网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其中互联网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 4

第(2)列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互联网水平的提升效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了城市

互联网发展水平。大量文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刘保留等[11]基于专利视角，研究发现互联网

发展可以提高研发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外部监督能力，进而对城市绿色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王晗等[6]认为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水平提升为绿色创新主体提供技术保障，推动创新要素资源整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强化城市绿色创新水

平提升能力。因此，“宽带中国”示范政策通过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由此假说 2 得到验证。

“宽带中国”示范政策通过数字金融助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本文使用郭峰等[48]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来衡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这一指数采用云计算、智能算法、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深度和广度，更详

尽地刻画了各城市数字金融发展趋势。表 4第(3)列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促进数字金融水平提升。顾江寒和柴华奇[12]研究认为数字金融作为新型金融发展模式为绿色

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因而，“宽带中国”示范政策通过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助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由此假说 3 得到验证。

3.5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检验得到“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在空间上存在相关性。LR 和

WALD 检验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即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SDM-DID)是检验政策空间溢出效应的最佳选择。

从表 5的 SDM-DID 估计结果来看，在反距离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宽带中国”示范政策

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具有空间依赖

性。这表明“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不仅能够直接带动本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地理邻近或

经济相似的其他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随着示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增强，绿色创新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在区域间流

动更畅通，提升了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产生明显的绿色创新扩散效应。此外，在 3 种权重矩阵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

空间溢出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达约 65%、80%、85%。这一结论也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长

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由此假说 4 得到验证。

表 5 SDM-DID 估计结果

变量 绿色发明

专利授权

绿色发明

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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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greinov1

数

greinov2

W1 W2 W3 W1 W2 W3

-1 -2 -3 -4 -5 -6

直接效应 0.102*** 0.113*** 0.074*** 0.473*** 0.522*** 0.352***

-0.015 -0.015 -0.013 -0.068 -0.068 -0.062

间接效应 0.205*** 0.486*** 0.550*** 0.889*** 1.722*** 2.128***

-0.029 -0.081 -0.069 -0.124 -0.27 -0.297

总效应 0.307*** 0.599*** 0.624*** 1.361*** 2.244*** 2.480***

-0.034 -0.086 -0.077 -0.144 -0.286 -0.3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logL 720.313 737.486 995.218 -1

080.817

-1

071.181

-829.335

样本量 1 188 1 188 1 188 1 188 1 188 1 188

R2 0.072 0.004 0.196 0.144 0.1 0.06

4 进一步分析

依据上述分析，“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施行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在整个长江经济带领域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

为进一步探讨示范政策的绿色创新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依据城市的区位、行政等级以及科教资源水平，进行分

样本的异质性检验。

4.1 城市区位异质性

长江经济带城市横跨东中西 3 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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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因区域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上游、中游、下游 3 个区域，进

行异质性检验。表 6 报告了城市区位异质性结果，无论是以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还是申请数表征城市绿色创新，“宽带中国”

示范政策的影响系数在上游城市均不显著为正，中游城市在 10%的显著水平上为正，下游城市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下游

城市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中游城市。这表明“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在下游城市大于中游城市，在

上游城市尚不明显。一方面，下游城市的绿色创新人才、技术以及要素资源等多于中游、上游城市，在进行绿色创新活动时，

能更好的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为契机，利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另一方面，下游城市地理区位优势

明显，经济基础雄厚，具有较高的经济外向型表现，更易于引入先进的绿色创新成果，加以借鉴学习，而中游、上游城市受限

于地理区位限制，绿色创新要素、信息等交流不畅，削弱了“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

表 6 城市区位异质性

变量

上游 中游 下游

greinov1 greinov2 greinov1 greinov2 greinov1 greinov2

-1 -2 -3 -4 -5 -6

did

0.024 0.155 0.086* 0.306* 0.169*** 0.817***

-0.043 -0.225 -0.047 -0.173 -0.061 -0.2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41 341 396 396 451 451

R2 0.244 0.222 0.207 0.211 0.479 0.461

4.2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

城市行政等级不同使得城市的经济规模有明显差异，绿色创新资源、创新要素在集聚能力与配置效率等方面有较大差距。

因此，本文将长江经济带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作为重点城市，其他城市为一般城市。由表 7 第(1)～(4)列结果可知，

重点城市“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回归系数在 5%的显著水平上为正，一般城市对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

对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显著水平上为正，且明显小于重点城市的影响系数。这表明“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可

以提高重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但对一般城市的提升效应不明显。重点城市常位于各省份的中心位置，具有明显的政策红利

优势，更利于区域的绿色创新要素资源集聚，而一般城市较重点城市难以吸引大量的创新要素资源，甚至面临着资源大量流向

重点城市的问题。因而，重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能力明显强于一般城市，在重点城市可以更充分发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

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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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城市等级、科教资源异质性

变

量

重点城市 一般城市 科教资源丰富 科教资源缺乏

greinov1 greinov2 greinov1 greinov2 greinov1 greinov2 greinov1 greinov2

-1 -2 -3 -4 -5 -6 -7 -8

did

0.260** 1.404** 0.027 0.128* 0.145* 0.692* 0.014 0.081

-0.088 -0.479 -0.018 -0.07 -0.071 -0.328 -0.013 -0.051

控

制

变

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

份

固

定

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

市

固

定

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

本

量

132 132 1 056 1 056 187 187 1 001 1 001

R2 0.821 0.73 0.267 0.285 0.762 0.646 0.296 0.354

4.3 科教资源异质性

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高的过程中，高等院校在绿色创新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以城市

是否拥有双一流高校以及含双一流学科的高校来衡量科教资源水平，依据 2022 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

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2,进行分样本回归。由表 7第(5)～(8)列结果可知，科教资源丰富城市的政策回

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科教资源缺乏城市的政策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表明，随着“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实施，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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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科教资源缺乏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效应不明显。科教资源丰富城市的产学研高度

一体化，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基于资源禀赋理论，科教资源缺乏城市绿色创新资源有限，在绿色创新

发展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而，“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绿色创新提升效应在科教资源丰富的城市效果更明显。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 2010～2020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

分模型，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进行系统评价。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示范政策的施行有利于城市绿色

创新水平提升，且经过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2)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互联网水平提

升效应、数字金融助推效应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3)“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地理相近、经济相似的城市产生了较强的绿色

创新扩散效应。(4)“宽带中国”示范政策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重点城市、科教资源丰富城市的绿色创新驱动作用更强，但

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城市、一般城市、科教资源缺乏城市，示范政策对绿色创新的提升效果较小。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1)立足于“宽带中国”发展战略，积极支持示范城市先试先行工作，探索并提炼更

多可推广经验，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全局性的指导。从而进一步加快 5G、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充分

发挥示范政策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推动形成绿色创新城市发展新格局。(2)完善“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提升

的多维体系。加快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加强绿色创新人才培养，完善数字金融

在绿色创新活动中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打破绿色创新要素流动壁垒，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加快城市绿色创新发展。(3)强化城市

间进行跨区域的绿色创新合作，充分发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红利。各地政府应以城市间的绿色创新协

调发展为主要抓手，与地理邻近、经济相似城市形成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的绿色创新发展联动格局，消除绿色创新要素在城市

间的空间隔阂，充分发挥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4)“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应当避免盲目照搬复制其他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经验，

统筹考虑城市在地理区位、行政等级、科教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坚持因城施策、分类指导战略。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城市、

一般城市和科教资源缺乏城市具备强劲的后发优势，要努力克服异质性差异短板，把握“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带动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的窗口期、机遇期，探索符合实际情况的绿色创新发展模式，充分挖掘自身绿色创新发展潜力，带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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